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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崛起后的国际角色1

在 2018 年第 5 期的“地心力说”专栏文章中，笔者提到中国可能致力于建

立一种“中华礼治秩序（体系）”，其特点是： 以“礼”为主要粘合剂、是圈层

结构、保持开放性。这种体系与现行的国际体系兼容，而体系的成员国大部分是

中国周边国家，也包括若干来自其他大洲的国家。

那么，届时中国是否将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？这取决于两方面因素：

中国的意愿和中国的实力。

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、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均明确表示过“中国永不称

霸”。习近平还说过，中国“不是想成为所谓的‘世界警察’，更不是要取代谁”。

这可以看作中国没有取代美国的意愿。有人或许会说：国家的意愿是可变的，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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键是实力，中国现在这样表态是因为实力还不够。那么，中国的实力有可能超过

美国吗？

实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。二战后美国能在全球建立领导地位，硬实力是必

要条件，特别是是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。但硬实力要加上软实力才能构成充当领

导国的充分必要条件。美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：对国际制度的构建与主导；基

督教国家属性；较高的科技与教育水平；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。

二战结束时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60%，工业生产能力达全球的一半，其中

石油与钢铁产量分别占全球的70%和 64%，再加上占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73.4%

的黄金储备。以此为基础，加上其强大的生产能力与科技水平，美国在二战结束

时的军事实力足以与其他国家组成的“世界联军”对垒，并且不落下风。

二战后美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，同期构建起了全球同盟体系与全球军

事基地网。

不同于英法等国通过殖民地体系来发挥国际影响力，美国更倾向于通过构建

国际制度来治理世界：政治与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、军事领域的同盟

体系以及在全球的军事基地、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、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

定。

与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是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展。但欧洲主导世界局势的结果

是，在欧洲本土爆发两次世界大战。这既摧毁了欧洲领导世界的能力，也表明欧

洲的世界治理模式已经失效。但欧洲又不希望世界的领导权落在苏联或者非基督

教国家手中（欧盟对土耳其入盟的态度即是明证）。基督教国家的身份、强大的

实力以及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，使得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理想选择。二战的爆发

也让美国摆脱了孤立主义。而基督教徒在世界上的广泛分布则显著地降低了美国

治理世界的成本。在民族国家体系中，跨文明治理的成本非常昂贵，美国通过别

的方式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。

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在 1894 年已经位居世界首位，但在科研、高等教育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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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全面超越欧洲，还需要等到二战之后。这期间，有别于“欧洲精神”的“美国

精神”得以构建并成型，人文与社会科学迅速发展，在许多学科已经赶上乃至超

过欧洲。加上二战期间大量流向美国的欧洲知识精英，美国得以取代欧洲成为全

球高等教育与科研的中心，从而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往美国流动。而比较宽松的移

民政策也吸引各国移民在美国定居并发挥才干。“得天下英才而用之”的结果是，

美国拥有独步全球的创新能力（二战后美国贡献了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），

并成为不同国家、不同文明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“新故乡”，从而大大降低了美

国治理世界的成本。移民政策与人才政策的良性互动是美国的一大比较优势，这

一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。

二战为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国提供了难得的契机。然而，在核武器时代通过世

界大战重构世界秩序已经难以想象。和平崛起是中国的现实选择，从而使得中国

只能在一些指标上超过美国，如经济实力、吸引的留学生数量等，而在同盟国数

量、全球军事基地、金融领域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，则很难达到美国的水平。

跨文明的治理成本高昂。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相比，中华文明是比

较典型的区域文明。这种特点提升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成本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

中国难以像美国那样吸引全球人才并成为他们的“新故乡”，从而给中国在科研

实力与创新能力上超越美国带来了不利影响。

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致力于构建自己主导的一些体系。但在可预见

的未来这仍将是一种区域性的秩序（体系），其主导性主要体现在非军事领域。

但在某些功能领域，可以构建全球性机制，比如亚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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